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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重读清华，我还愿意当辅导员
○   查恩涛（1959年任动力机械系辅导员）

我是 1956 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9

年 3 月入党，8月被抽调为辅导员。时值

辅导员制度六十周年华诞，在此我回忆

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谨以遥寄祝福。

回忆起 50 多年前的辅导员经历，不觉心

潮起伏，难以平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幸福感。

　　　

“因为我是辅导员”

1960 年早春，我带领动力系热二年

级（1962 年毕业）的全体同学到八达岭

清华基地“三堡”去植树造林。北国的

早春不比江南，虽然已是三月初，八达

岭还是地冻天寒，由于地处荒山野岭，

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当地没有地方居住，

同学们就住在棉帐篷里，挤得满满的，

我们几个辅导员就只能住单帐篷，虽然

盖的棉被不少，又压棉大衣，早晨起来，

被口和嘴、胡子、眉毛还是结满白霜。

虽然寒冷艰辛，因为看到了住单帐篷的

辅导员，同学中也没人叫苦。大家一起

栽树，还搞赛诗会，精神非常振奋，高

声吟咏：“八达岭，让开道。古长城，

弯下腰。绿化大军到……”

1960年 9月，我带领动力系农机（实

为汽车）八个班 200 多名新生到河北徐

水的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劳动末期我们

去参观“五人桥”人民公社，后来作为

典型上了《红旗》杂志。从住地到火车

站约十七、八里地，又必须两小时内赶

到车站，每个人都自背行李，女同学也

不例外。因带队老师已先去安排参观，

他的行李也需我带，因而我担了两件行

李。虽不太重，但要步行，又有时间限

制，还是十分辛苦。许多男同学都想分

担一部分，被我一一拒绝了，因为他们

都不过20岁，我已是24岁的大哥哥了，

理应多负担一些。结果我们提前十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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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一堑，长一智”。另外，我记得

曾经接到很多班干部反映的“矛盾”（难

题），即和某几位爱好文学、却和团支

部书记“难找到共同语言”的同学谈心

交朋友。我为此在清华时期读了《约翰·克

里斯朵夫》、《基度山恩仇记》、《双城记》

这样一些文学名著。跟那些同学谈心也

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

在大学学到了专业，学到了科学，

也经历过多次过左的“运动”、过多的

劳动锻炼……在清华园的日子里的确留

下了至今、乃至今后都受用的宝贵财富！

清华，是我的母校，是哺育我的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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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到达火车站。

1961 年 5 月下旬，我带领“清华民

兵师”参加北京市“反对美帝侵略黎巴

嫩大会”。男女同学都背着枪和子弹袋（无

子弹），一早乘车到天安门广场。五月

的北京，中午已很热，我还要跑东跑西，

做些组织管理工作，因而非常疲劳。因

为不能在广场上吃午饭，大家都忍饥乘

车返校。我安排好一切，上了最后一辆车，

早已没有空位，同学们都抢着给我让座，

但都被我谢绝，因为我比他们大几岁，

因为我是辅导员。

　　　

“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我是带班辅导员，又是系团委副书

记，还兼系会主席。困难时期，我曾兼

管学生食堂工作。1960 年前后正处困难

时期，最尖锐的矛盾就是粮食问题。当

时清华大学学生是每三个人 100 斤米。

为了关照食量大的同学，学生定量分等

级。在非运动员中最低是每人每月30斤，

最高是 36 斤。在我管辖的众多学生中，

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公平而来找我。

曾经有一个同学拿了别人的餐券，

被人举报近来吃饭超量。经党支委研究，

让与他关系密切的党支委从关心他生活

谈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这位同

学主动承认错误，党支委每月扣他一点，

最终他退还了全部餐券。党支委不仅没

给他组织处分，也没有进行通报批评。

为了均匀使用餐券，后来改用饭卡，每

顿吃几两，就在数字上打勾。个别人投

机取巧，用消字灵消去那个勾，但必然

留下痕迹。我不张扬，逐个谈话，做思

想工作，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退还。

后来，我将“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的理念带到了工作中，在我任长春第一

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团总支书记时，发现

干事对以前团费有贪污现象，约70多元，

我严厉批评教育他，写检查、退款，最

终当他面焚烧了全部书面材料，让他放

心，不装档案。这又是本着蒋南翔校长

的“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

教导，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让他背上包袱。

后来，这位干事还当了科长。

　　　

听报告，提升政治鉴别能力

我当辅导员期间，学校非常重视培

养我们的政策水平，蒋南翔校长、刘冰

副书记多次给辅导员“开小灶”。蒋校

长是学文的，讲今比古，深入浅出，实

不多见，至今难忘。他分析共产主义世

界观的组成部分，50 多年未见他人有什

么发展。当辅导员期间，我听了多场精

彩绝伦的报告，回味起来仍影响深刻。

我听过当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长篇报告。

报告后两个多月，《人民日报》发表的

社论，不过是他报告中的大题目、小提

纲有机的组合，骨肉都在，神韵无存。

读社论与听报告必然不同，报告比社论

更为具体。我还记得亚非司司长柯华给

我们讲国际斗争形势，极其生动、具体，

这是报纸上永远读不到的。我还先后听

过邓小平、陆定一、彭真以及多名部长

为留苏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长篇报告。

这些报告，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鉴别能

老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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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不盲目，

不迷信，敢于坚持。

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工

作时，试制车间有一位青年女工，表现

很好，但就是因为她父亲是右派，团支

部就根本不讨论她的入团问题。我任团

总支书记后，了解到这种情况，先做团

支委的工作，再做团员的思想工作，对

反应最强烈的，个别、反复去做思想工

作，终于大家一致同意她入了团。我为

什么如此重视，因为她有代表性；我又

为什么敢于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坚持下去，

因为蒋南翔校长给我们辅导员讲过多次：

“要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

表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担任整车

试验室副组长，主管试验技术。由中央

政治局委员支持的汽车“多火源点火省

油”的技术鉴定任务，落在我们的头上。

试验结果表明：多火源点火不省油。我

们的处长是位老革命，曾在中共重庆办

事处开过车，听说还拉过周总理，他不

愿直说。而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实话

实说，不怕风险。文化大革命中我很清醒，

不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这与母校

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我看“双肩挑”

学生辅导员制度是一项极其优秀的

制度，不可用其它制度代替。这是蒋南

翔校长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如果半

途而废，将是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政治辅导员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学

生。他们与广大青年学生同吃、同住、

同学习，正因为他们 24 小时生活在学生

群众之中，对学生的任何思想动向都能

及时觉察，对学生的一言一行、喜怒哀

乐都自然理解、体会。辅导员与学生的

年龄差甚小，和学生是天然的“一片”，

而不是“打成一片”。学生有的想法，

辅导员自己也有。有共同的语言，辅导

员做工作就很容易，能结合实际而有针

对性。这是任何专职老师、政工干部都

无法相比的。

做辅导员，学习成绩要较好，便于

赢得学生尊重。清华学生很清高，他们

瞧不起的人说多少也白费，轻易不把一

般政工干部放在眼里。这虽然不对，但

也不是短期内能纠正过来的。做辅导员，

思想水平要较高，并且愿意做学生工作。

工作上犯错误，学生能原谅，品质不良

的辅导员，是得不到学生谅解的。所以

辅导员的“毛坯”一定要选好，宁缺勿滥。

由学生中选出的辅导员，相比教师、

干部，可能水平低一些（也不是绝对），

经验少一些。但是学生之间没有利害冲

突，直一点、简单化一点学生都会谅解。

我带新生去河北农村劳动，认真贯彻“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两

三个同学有思想情绪，我找到同学做个

别谈话，大会、小会不指名批评，虽然

是对事不对人，今天看来也难免有些过

“左”，但是我们彼此没结怨，反而成

为朋友。

说一千，道一万，我举双手拥戴“双

肩挑”的学生辅导员制度。假如我还能

重读清华，我还愿意当辅导员。

老辅导员


